
 

 

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
−来自公益诉讼试点的证据

张家豪1，范文雨2，高    原1

（1. 中国人民大学 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2. 华东政法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1620）

摘　要：环境公益诉讼是提高环境司法保障水平、纠正地方政府“规制执行偏差”以及维护社

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司法制度建设。文章选取 2011−2017 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

分法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公益诉讼可以使试点城市绿

色专利申请量提升 7.1%，且该政策作用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加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有效促

进地方绿色创新。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公众提高环境诉求是上述发现的实

现机理。基于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能促使试点地区污染企业实现

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和提高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信息公开以及设立环保法庭的

地区和非国有企业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明显。文章为环境公

益诉讼试点的环境治理效果提供了实证依据，对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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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总量快速提

高，但是经济发展的成本却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不仅威胁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同时对社会

可持续发展也构成了挑战。近年来，中央政府积极推进环境立法，并加强环境规制力度，例如出

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和推进中央环保督察（Zhang 等，2018），虽然中央政策有效提高了地方

环境治理水平，但是地方环境治理效果却只是“阶段性”改善（郭峰和石庆玲，2017），在政治晋升

激励体制下部分地方的环境治理工作成为应付中央环保监管的“面子工程”，甚至不惜采取环保

“一刀切”的措施来影响企业正常运营，地方政府的“规制执行偏差”不仅偏离了中央环境政策

的目标任务（He 等，2020），而且严重损害了社会环境和公共利益（Greenstone 和 Hanna，2014）。

法治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能够保障环境规制政策的有效实行（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

中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问题在于地方官员动机的缺失（张琦等，2019），针对少数地方政府违法行使

职权或不作为从而导致社会环境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需要完善环境司法制度建设，督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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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履行环境治理职责。近年来，国家积极建立并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检察机关不仅有权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而且解决了公共利

益保护主体缺位的难题，环境公益诉讼已成为维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的司法制度创新建设

（Zhai 和 Chang，2018）。2015 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

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全国 13 个省份的部分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

点工作，工作重点是对涉及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的案件提起公益诉讼。①目前，相关研究发

现，试点期间检察机关所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有明显提高（刘伟和范文雨，2021），同时

试点地区污染排放量显著下降（陈天昊等，2020），这初步显示出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提升环境司法

监督力度以及提高地方环境治理水平的作用。不过上述研究虽然为试点政策效果提供了实证支

持，但仍未能全面揭示此次环境司法制度先行实践探索的试点经验。同时，法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认为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和实际作用仍存在较大问题，例如，检察机关在案件选择上存在着“趋

易避难”“避重就轻”的倾向（覃慧，2019），检察机关是否真正维护了社会公众利益还有待考量。

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从多个维度实证检验 2015 年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先行探索的作用效果，从

而为后续制度建设提供可行的政策建议。

本文旨在从绿色创新的角度实证评估公益诉讼试点的政策效果，从而检验环境司法制度改

革能否推动地方绿色发展。绿色创新之所以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面临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权衡（Chen 等，2018a），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的背景下，绿色

创新已成为推动地方转型升级与绿色低碳化发展的关键力量。目前，现有文献较多从环境规制

与绿色创新的作用关系展开讨论，学者们认为严格的环境执法能够有利于地方或企业绿色转型

（陶锋等，2021），而作为司法领域的重要改革措施，环境公益诉讼正是通过环境司法监督渠道来

提升政府环境执法与环境治理力度，所以考察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否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高昊宇和温慧愉，2021）。据此，本文使用 2011−2017 年地级市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

绿色创新角度考察了公益诉讼试点的政策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双重差分结果显示

环境公益诉讼可使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高 7.1%，环境司法制度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比较

明显。第二，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行政处罚和环境治理力度，社会公众扩大环境诉求程度是其中的

作用机理。第三，从上市企业的微观角度出发，三重差分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提高了污染企业

绿色创新质量与环保投资水平。最后，在环境信息公开和设置环保法庭的地区和非国有和水污

染密集型企业中，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加明显。

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从绿色创新角度考察了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政策效果，以往文献

较多关注了命令型、弱约束型以及市场交易型环境政策对绿色创新的影响（Calel 和 Dechezleprêtre，

2016；宋弘等，2019；陶锋等，2021），但极少文献关注环境司法制度改革在促进地方绿色创新以及

建立长效治理体制方面的作用（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高昊宇和温慧愉，2021），本研究对环境经

济学的相关文献有一定的补充。第二，本文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考察了环境司法制度建

设对提升地方环境治理水平的作用，针对地方政府对中央环境政策的“规制执行偏差”问题，学

者们认为可通过中央环保督察、环境规制垂直管理、社会监督与技术监管等措施来纠正地方政

府的环保不作为（Zhang 等，2018；韩超等，2021；Greenstone 等，2022），但鲜有文献关注环境公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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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2015 年 12 月，山东省庆云县检察院对该县环境保护局提起全国首例行政公益诉讼。庆云县检察院发现一家当地企业在环保设

施未通过竣工验收的情况下长期排放污水，县环境保护局虽对该企业做出多次行政处罚，但在监管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检察机关认为县环

境保护局未依法正确履行监管职责，致使社会环境公共利益持续处于受侵害状态，遂依法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

https://www.spp.gov.cn/spp/zdgz/201 601/t20160107_11053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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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背景下通过地方检察院的横向监督机制促进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责的作用。第三，作为先于

正式制度的实践探索，公益诉讼试点的作用效果仍存在争议（覃慧，2019），本文不仅为试点政策

的绿色创新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详细探究了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微观企业的作用机

制，从而为后续环境司法制度建设提供了参考，并拓展了法经济学文献。

二、制度背景与进展

（一）制度背景。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实现环境执法与环境司法有效联动、促进地方履行中央

环境政策的必要条件（Greenstone 和 Hanna，2014）。为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环境治理责任，解决

社会环境公共利益法律保护主体的缺位问题，我国近年来开始探索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Zhai 和 Chang，2018）。一方面，除了发挥中央环境政策的引领作用外，促进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

基础在于强化环境司法监督并激活地方横向监督机制，使地方检察机关有权对地方政府的环保

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从而督促地方政府以及相关环境管理机关严格履行环境保护职

责；另一方面，原有环境法律制度缺乏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往法律规定环境案件的被告需要与

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导致环境公益诉讼缺少法律依据（Zhai 和 Chang，2018），造成社会环境

公共利益受损但无人起诉的困境，为此需要完善法律制度规定从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过程来看，早在 2005 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

境保护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但是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且实际影响有限，有

关公共利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并不健全（Zhai 和 Chang，2018）。2007 年，贵州清镇成立了国内首个

环保法庭，并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实现了初步探索。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法

庭，环保法庭制度正式确立（高昊宇和温慧愉，2021），但是近年来众多环保法庭却面临“无案可

审”的尴尬境地，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更是稀少（张式军，2016）。2015 年 1 月，新《环境保护法》的

出台完善了有关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规定。同年 7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关于授权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要求在全国 13 个省份的部分城市

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并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作为重点关注领域，①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

立使得检察机关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2017 年 6 月，全国人大修改《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

讼法》，标志着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行。具体来讲，环境公益诉讼包括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②一方面，检察机关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如果地方检

察院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可向行政机关提

出检察建议以及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促使行政机关加强对生态环境领域公共利益的

保护力度；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以及满足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有权发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正

并制止自然人或法人等污染环境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从环境公益诉讼的政策效果来看，陈天昊等（2020）发现环境公益诉讼使试点地区工业废水

排放量降低了 11%，刘伟和范文雨（2021）发现检察机关所提起的环境民事、行政和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案件数量皆有明显提高。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对试点工作的官方总结中指出：截至

2017 年 6 月，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6 527 件，督促恢复

被污染、破坏的耕地、林地、湿地、草原 12.9 万公顷，督促治理恢复被污染水源面积 180 余平方公

里，督促 1 700 余家违法企业进行整改。③因此，环境公益诉讼不仅加强了检察机关的司法监督力

张家豪、范文雨、高    原：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

① 公益诉讼试点领域还包括国有资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② 有关公益诉讼详细的解读，可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https://www.spp.gov.cn/

ztk/2015/gyssgztj_2918/xgwj/201601/t20160106_110516.shtml。

③ 来自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7-06/30/c_1296446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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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促使地方政府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从国外的制度发展情况来看，以美国为例，环境公益

诉讼在其法律体系中被称为公民诉讼，美国国会首次将公民诉讼条款加入 1970 年《清洁空气

法》，其中明确规定任何美国公民或社会团体对于行政机构环保执行不力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

讼。国外有关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证明，鼓励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能够有效监督政府的环境

执法行为（Langpap 和 Shimshack，2010），这也为中国实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借鉴。

（二）制度进展。本文在这一节使用全国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统计数据来直观展示 2015 年试

点政策出台之后的制度进展情况，案件数据由作者手工爬取自中国裁判文书网。

图 1 直观展现了 2011−2020 年全国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一

方面，2015 年试点政策颁布后，全国环境公益

诉讼案件总量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7 年

底试点政策结束后，即公益诉讼制度在全国

范围内推行后，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增长速度

更加明显，这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展态

势良好。另一方面，2015−2017 年试点期间，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所占比例最大，民事以

及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数量所占比例较小，这反映了检察机关主要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

件的特点（刘伟和范文雨，2021）。

本文共获得 73 个公益诉讼试点城市和 211 个非试点城市的有效案件文书数据，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两组城市的案件加总量与平均量对比情况。图 2 显示 2017 年即试点政策实行一年

半后，相比非试点城市，试点城市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数明显提高。2018 年即试点政策在

推开一年后，非试点城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总数也有了大幅度上升。这说明在环境公益诉讼

试点期间，试点地区的确展开了相关制度建设，而非试点地区并没有在政策试点阶段出现外溢

性制度进展（Anderson 等，2019）。

图 3 中可以发现即使公益诉讼制度推广到全国后，试点城市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均值始终

高于非试点城市。有趣的是，2018 年即公益诉讼试点结束之后的第一年，73 个试点城市的环境

公益诉讼案件均值出现下降趋势，2019 年又恢复上升走向。这可能是因为公益诉讼试点带有一

定的“政治任务”特点，即检察机关在推进公益诉讼过程中面临政治压力（陈天昊等，2020），试点

地区需要在规定时间前实现起诉案件零的突破，①所以检察机关必须积极完成公益诉讼指标实

现工作。这是试点城市公益诉讼案件数量在试点结束前大幅上升、试点结束后有所下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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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来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试点全面“破冰”》。https://www.spp.gov.cn/xwfbh/wsfbt/201607/t20160718_152659.

s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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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图 1 至图 3 展示了时间维度、试点与非试点城市地区分组维度这两方面的环境公

益诉讼案件数量对比情况，这为本文后续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并实证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试点的绿

色创新效应提供了证据支持。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前文回顾了公益诉讼的制度背景与相关文献，可以发现目前仅有的少数研究只是从污染治

理的角度考察了政策试点效果，虽然为环境公益诉讼的环境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支持，但是其

在政策评估方向、机制分析、数据选取等方面仍有局限。如前文所述，绿色创新目前已经成为推

动地方转型发展以及建立长效治理机制的重要力量，并且环境司法制度建设是环境治理法治化

建设的必要环节，所以本文选择将生态法治化建设与绿色创新作为考察重点，即研究公益诉讼

背景下环境司法制度改革对于地方绿色创新的作用效果，并且进一步考察地方政府、社会公众

与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环境公益诉讼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可从以下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一）环境司法与执法联动。首先，环境公益诉讼能实现环境司法与环境执法的联动（刘伟和

范文雨，2021）。一方面，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使地方检察院有权监督地方行政部门切实履行环境

治理职责，如果地方行政部门不能积极整改并导致社会公共利益受损时，检察机关便可以向行

政机关依法提出诉前检察建议或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所以，公益诉讼能够促使地方政府严

格执行中央环境政策，扭转“规制执行偏差”问题并切实提高地方环境规制强度，从而推动社会

绿色转型发展。另一方面，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使得检察机关以及满足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有权

纠正并制止污染环境和破坏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尤其是通过法治硬约束和政府强有力的环境

执法措施迫使污染企业进行污染减排与绿色转型。所以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环境公益诉讼如

能实现绿色创新效应，必须借助于环境司法与执法联动，促使地方加强环境执法与规制力度。

已有较多文献关注环境执法与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学者们认为严格的环境

规制有利于推动绿色技术变革（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从宏观层面来看，地方政府为完成

中央环境治理任务，不仅会采取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加强环保整治，且会通过加大环保治理与

绿色创新投资等措施促进地方绿色转型发展。当严格的环境规制成为地方面临的常态化约束，

整个社会也会逐渐向绿色创新方向转型（陶锋等，2021）。从微观层面来讲，污染企业在环境公益

诉讼背景下亟待绿色转型。结合前面的分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使地方检察院通过行政监督促

使地方政府加强环境处罚力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使得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有权向污染违规

企业提起公益诉讼，所以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环境规制压力及诉讼压力。围绕“波特假说”的相关

文献指出，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Cohen 和

Tubb，2018）。因为环境规制虽然提高了企业的减排与治污成本，但企业可能会选择提高环保与

技术类投资，并从污染末端治理向全过程的绿色技术创新转变，从而使绿色创新的补偿效应能

弥补环境规制带来的成本效应（徐佳和崔静波，2020）。所以由环境公益诉讼引致地方提高环境

规制强度后，污染企业也会提升绿色技术水平。综合以上分析，环境公益诉讼能实现环境司法监

督与环境执法的联动，从而保障环境规制政策严格落实，推动地方向绿色创新方向转型发展。据

此，本文提出假说 1：环境公益诉讼能够提高试点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二）地方政府环境行政处罚、环境治理与社会公众环境诉求。结合前文分析，继续从地方政

府与社会公众两个方面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实现地方绿色创新的作用机理。一方面，从地方政府

角度来讲，促进地方绿色转型以及严格落实环境规制的关键在于彻底扭转地方政府的“规制执

行偏差”（He 等，2020；韩超等，2021），在公益诉讼的制度安排中，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赋予了检察

张家豪、范文雨、高    原：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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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司法监督权利，这种地方横向监督机制使地方检察院可以对地方政府的环保不作为情况提

出诉前检察建议，从而纠正地方政府的环保执行不力问题。一方面，在环保治理纳入官员晋升的

政治激励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需要转变环保治理思路，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多任务目

标”下做出有效权衡（Chen 等，2018a），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严厉打击环保领域违法案件，而

在严格的环境规制压力下企业必须进行污染减排与绿色技术改造，所以环境公益诉讼能促进全

社会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以行政命令手段加强环境处罚只是政府环境治理的一部分，

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实施“一篮子”治理措施，在有效缓解地方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促进地方绿

色创新及转型发展（Liao 和 Shi，2018；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

此外，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检察机关和社会组织有权发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纠正并制止

自然人或法人污染环境的行为，这也会对地方绿色创新起到促进作用。因为社会公众的监督作

用是在弱制度背景下促进环境规制政策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Greenstone 和 Hanna，2014），作为

一种非正式环境规制，社会公众的环境诉求也具有减排效应（李欣等，2022）。例如社会组织能积

极举报以及起诉污染企业的环保违规情况，在向地方政府传递相关信息的同时促使地方政府加

强环境污染治理（Buntaine 等，2021），而污染企业在整个社会的诉讼压力之下必然要加强环保投

资以及绿色创新（高昊宇和温慧愉，2021）。此外，社会公众整体环保素养的提高会形成对绿色消

费的偏好，这也会引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Bezin，2019）。综上，提出假说 2：环境公益诉讼可通

过地方政府环境行政处罚、环境治理以及公众环境诉求等途径提高试点地区的绿色创新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公益诉讼制度自 2015 年 6 月起在全国 13 个省份共计 73 个城市开展了为期

两年的试点工作，这为使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影响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契机。而环境政策评估

往往面临内生性问题（宋弘等，2019），这可能对政策效果的识别造成干扰。但是，有理由认为公

益诉讼试点政策的内生选择性较弱：一方面，公益诉讼试点的 13 个省份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确

定，①每个地区再各自确定省内的部分城市进行试点，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太可能干预试点地

区的选择；另一方面，虽然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是公益诉讼重点，但试点期间还涉及国有资产保

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司法案件审理，所以试点政策的关注重点并不

局限于环保治理。总之，公益诉讼试点对于地方绿色创新具有一定的外生性，因此可以使用双重

差分模型，为进行因果效应检验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patentct = β0+β1EPILct +λXct +αc+µt +εct （1）

patentct c t

EPILct treatc postt Xct

αc µt

εct β1

其中，被解释变量 为以绿色专利数量衡量的 城市 年的绿色创新水平，解释变量即双重差

分变量 ，为试点分组虚拟变量 与政策时间虚拟变量 的乘积。 是城市层面随时

间变化的可能影响地方绿色创新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和 分别代表城市与时间固定效应。最

后是随机误差项 并聚类到城市层面。主要关注参数 的估计结果，其符号为正，则表示公益诉

讼试点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为进一步考察作用机制，本文从微观企业视角继续检验政策效应，并使用三重差分法来识

别净效应，从而排除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层面不可观测因素的偏误影响，模型设置如下：

f irmpatenti jct =β0+β1treatc× postt × ind j+β2treatc× postt +β3treatc× ind j

+β4 postt × ind j+γZi jct +αi+δ jt + θpt +εi j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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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些省份包括北京、安徽、福建、甘肃、广东、贵州、湖北、吉林、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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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c t f irmpatenti jct

treatc× postt × ind j treatc postt ind j Zi jct

αi δ jt θpt

εi jct β1

其中， 、 、 、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城市、时间。被解释变量 表示企业绿色创新水平，

主要解释变量 为 、 与污染特征变量 的乘积。 是企业层面随时间

变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 以及 分别代表企业、二位数行业−时间以及省份−时间固定效

应，从而分别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企业特征、产业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最后误差项

聚类到城市层面。如果三重差分参数 的估计结果为正，则表示公益诉讼政策实施后试点城

市相比其他城市、污染企业相比其他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有所提高。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patentct1. 被解释变量。参考董直庆和王辉（2021）的变量设定使用各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 表

示地方绿色创新水平，并使用地方总人口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控制各地经济发展规模的差异。

同时，借鉴徐佳和崔静波（2020）以上市公司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 1 取对数）表示企业绿色创新

水平。绿色专利申请量能衡量绿色创新能力的原因在于：第一，绿色专利是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

直观体现，具有一定的可量化性及外溢性。且相较于研发投入等变量，绿色专利具有明确的技术

分类，能进一步刻画创新活动的差异性（徐佳和崔静波，2020）；第二，国家专利法明确规定专利申

请必须严格审查专利的实质性特征，申请的发明专利必须在现有技术上取得明显的改进（董直

庆和王辉，2021）；第三，专利授权存在一定时滞性，并容易受不确定因素干扰（黎文靖和郑曼妮，

2016），所以使用绿色专利申请量更适合检验环境公益诉讼短期内对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

EPILct

c

treatc postt

treatc× postt × ind j

j ind j

2. 解释变量。一方面，关于双重差分变量 的设定，参考陈天昊等（2020）将研究样本中

的 73 个试点城市设置为处理组，其他 209 个非试点城市为控制组。如果城市 属于公益诉讼试

点 地 区 ， 则 令 为 1， 否 则 为 0。 表 示 公 益 诉 讼 试 点 实 施 前 后 的 虚 拟 变 量 ， 当 时 间 为

2015 至 2017 年时为 1，否则为 0；另外，参考 Chen 等（2018b）设置三重差分变量 ，

当企业所属二位数行业 属于原国家环保总局认定的重污染行业，令 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

人力资本、政府财政支出、工业二氧化硫与废水排放量。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资产

负债率、资产收益率、现金比率、固定资产比率、研发投入、是否出口、产权性质、资本密集度。①

4. 数据说明。主要使用 2011−2017 年 281 个地级市以及 1 480 家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

的面板数据。剔除了 ST 类、资产负债率大于 1 以及部分指标缺失的企业，并剔除变更经营行业

的重污染企业，最后对企业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城市与企业的绿色专利

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绿色专利标准对国家知识产

权局专利数据进行筛选匹配。各城市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据从北大法宝案件文书整理得到。各

城市政府工作报告环境类词频占比以及每日环境类词汇百度搜索指数由手工爬取所得。城市层

面的其他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企业层面数据来自 CSMAR 和 WIND 数据库。

五、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表 1 列示了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基准回归结果。②列（1）

控制了城市与年份双向固定效应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双重差分交互项 EPIL 的回归

系数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初步表明公益诉讼提高了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列（2）纳入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EPIL 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和绝对值变化较小，回归结果仍支持上述发

现。列（3）和列（4）将地方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量替换为 patent 加 1 的对数值 lnpatent，并重复前

张家豪、范文雨、高    原：环境司法制度改革与地方绿色创新

① 限于篇幅，没有具体说明控制变量的设置方法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

② 限于篇幅，没有展示完整的回归结果，可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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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列的回归过程，可以发现 EPIL 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至少能达到 5% 的显著性水平。所以环境

公益诉讼试点政策能提高地方绿色专利申请量，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有效促进地方绿色创新。

在经济意义方面，以列（4）为例，公益诉讼实施后试点城市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量提高了 7.1%，

所以环境公益诉讼对地方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度较强。由此，假说 1 得以验证。
  

表 1    环境公益诉讼对地方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1）patent （2）patent （3）lnpatent （4）lnpatent （5）patent1 （6）patent2

EPIL 0.681**（0.306） 0.608**（0.295） 0.090***（0.0032） 0.071**（0.028） 0.334**（0.159） 0.275*（0.144）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96 1 796 1 796 1 796 1 796 1 796

R2 0.255 0.305 0.617 0.681 0.280 0.292

　　注：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5%和10%。下同。

由于专利类型的异质性体现了不同的创新动机，发明专利是推动技术进步的 “实质性”创

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在公益诉讼试点提高地区绿色创新“数量”的基础上，本文继续考察

环境公益诉讼能否提高地方绿色创新的“质量”。按照绿色专利类型将 patent 区分为每万人绿

色发明专利申请量 patent1 与每万人绿色实用新型绿色专利申请量 patent2，并在基准回归基础上

展开异质性分析。表 1 最后两列结果显示 EPIL 的估计系数皆显著为正，且列（5）的估计系数绝

对值更大，这说明环境公益诉讼对试点地区不同类型的绿色专利申请量都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并更大程度上增加了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从而提高了地方的“实质性”绿色创新能力。

（二）平行趋势检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推断的前提假设是在政策事件发生前，处理

组和对照组不存在变化趋势差异，即两组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应保持平行趋势。为确保前文的

基准回归结果确实由公益诉讼试点所引起的，而不是来源于两组城市之间差异性的时间趋势变

化，①接下来使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平行趋势假设。模型设定如下式：

patentct = β0+

t=2017∑
t=2011，t,2014

βt × treatc×µt +λXct +αc+µt +εct
（3）

µt

βt

βt βt

βt

其中， 为指示各年份的虚拟变量，参考以往文献的设置，将公益诉讼试点政策实施前一年即

2014 年 设 置 为 基 准 参 考 年 份 ， 其 他 变 量 设 定 与 主 回 归 （ 1） 式 相 同 ， 表 示 2011−2013 年 、

2015−2017 年间的一系列估计值，反映的是公益诉讼试点政策实施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城市绿

色创新水平的差异变动。图 4 绘制了 的估计结果及 95% 置信区间，结果显示 在政策实施前即

2011−2013 年之间皆不显著，说明在公益诉讼试点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的绿色创

新水平并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平行趋势假设得到检验。因此，基准回归结果并不是由两组地区之

间固有的时间趋势所导致的。同时， 的估计系数在试点当年即 2015 年不显著，试点第二年即

2016 年之后变为正向显著，且系数绝对值逐渐提高，这表明公益诉讼试点对地方绿色专利申请

的促进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且这一政策影响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因为一方面，现代创新

的主要特征是累积性的研发与投资，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存在“路径依赖”（Aghion 等，2016），可

能使得公益诉讼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诱发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刘金科和肖翊阳，2022）；另一

方面，环境公益诉讼通过司法监督渠道促使地方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不仅会促使违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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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污染治理与绿色技术改造，而且会对其

他企业产生威慑效应（郭峰和石庆玲，2017），

从而扩大了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为确保上述主要结论

的有效性，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①（1）控制基

准因素的时间趋势影响，即在回归模型中加

入差异因素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互项；（2）伪

处理试点安慰剂检验，即假定试点政策实施

年份提前一年；（3）随机抽取处理组城市安慰

剂检验；（4）替换被解释变量，即考虑到专利

申请存在滞后性，将 patent 滞后一期；（5）排除同期三类环境政策影响。②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仍

支持本文的主要结论。

六、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前文检验了公益诉讼试点对于地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果，结果发现公益诉讼实施后试点城

市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量提高了 7.1%，所以环境公益诉讼能有效推动地方绿色创新。在此基础

上，本节继续考察上述作用效果的实现路径，并从地方政府、社会公众与微观企业三个角度开展

机制分析，以及从城市环境信息公开与环保法庭建设、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属性差异等角度开展

异质性分析，从而全面分析环境公益诉讼促进地方绿色创新的作用路径与差异影响。

（一）机制检验：地方政府环境处罚与环境治理。首先关注地方政府在公益诉讼背景下的行

为转变，尤其是地方检察院的横向监督机制能否纠正地方政府的“规制执行偏差”问题？一方面，

环境司法的强制性能够促进地方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力度（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环境行政公

益诉讼使得地方检察院能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司法监督力度，给予地方政府诉前检察建议从而促

使其纠正环保领域的不作为问题。地方政府在司法监督压力下需要采取有力的环境规制措施，

例如严厉打击污染违法行为并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同时，以行政命令手段加强环境处

罚只是政府环境治理的一部分，地方政府需要积极履行中央环保政策，在加强环境处罚的同时

也可能会提高环境污染治理研发投入、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调节污染环保税率（陈诗一和陈登

科，2018），从而改善辖区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促进地方产业绿色发展。为实证考察上述逻辑推断，

首先，整理了各城市环境行政处罚案件数目，并将该变量加 1 取对数作为地方政府环境行政处罚

力度 punish 的代理变量。其次，政府环境治理并不仅限于环境处罚，因此参考 Chen 等（2018b）使

用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词频占比，用以衡量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 regu。

政府工作报告是具有施政纲领特点的官方文本，包含政府工作内容的部署情况，报告的环境类

词频占比反映了政府环境政策的全貌，能够全面衡量政府环境治理力度（陈诗一和陈登科，

2018）。在地方政府环境行政处罚力度 punish 和环境治理力度 regu 这两个变量的基础上，③将机

制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主回归（1）式进行机制分析。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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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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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详细的分析过程与结果，详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② 一是 2010 年和 2012 年分两批实施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二是 2013 年起在七省市实行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三是 2017 年起在五

省实行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政策。

③ 为方便读取回归结果，将 regu 乘以 1 000。本文使用的环境类词汇包括：PM10、PM2.5、低碳、二氧化硫、二氧化碳、化学需氧量、环

保、环境保护、减排、空气、绿色、能耗、排污、生态、污染。

④ 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机制分析检验方法的建设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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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列（1）结果显示 EPIL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绝对值为 0.3，这意味着

环境公益诉讼使得试点城市环境处罚案件数量提高了 30%，这说明地方政府在环境司法监督背

景下确实提高了环境处罚力度，而以环境处罚为代表的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又能够促进地方绿

色创新发展（陶锋等，2021）。表 2 列（2）中 EPIL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环境公

益诉讼使得地方政府提高了环境治理力度。因此，环境公益诉讼不仅通过行政监督促使地方政

府加大环境处罚与环境规制力度，地方政府也可能会实施“一篮子”环境治理措施，例如提高环

保治理投资从而支持地方产业绿色转型（Liao 和 Shi，2018）。从以上分析来看，在环境公益诉讼

背景下，地方检察院的横向监督机制确实起到了督促地方政府严格履行环保责任的作用。因此，

本文认为环境司法制度改革有效纠正了地方政府的“规制执行偏差”问题，从而切实维护了社会

环境公共利益。
  

表 2    机制检验（地方政府和社会公众视角）

（1）punish （2）regu （3）appeal

EPIL 0.300***（0.106） 0.441**（0.174） 0.133***（0.03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96 1 776 1 796

R2 0.688 0.213 0.445
 
 

（二）机制检验：公众环境诉求。环境公益诉讼在强化司法监督的同时能扩大诉讼主体范围，

除检察院外，满足诉讼条件的环保公益组织也有资格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会提高公众环

保参与和环境诉求程度。社会公众可以从社交媒体或政府网站提出污染申诉并公开举报企业违

规行为，促使污染企业转向使用绿色技术。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也会促使地方政府加强环境法

律体系建设并加强环境干预（董直庆和王辉，2021），从而促进地方对绿色技术的使用。为了检验

环境公益诉讼对公众环境诉求的影响，参考 Greenstone 等（2022）手工统计了 2011 至 2017 年各城

市每日的环境类词汇百度搜索指数，将其加总至年份并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社会公众环境诉

求指标 appeal，将该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主回归（1）式。表 2列（3）中 EPIL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环境公益诉讼使得社会公众提高了环境诉求程度。因此，本文认为社

会公众的环境诉求作为一种非正式环境规制不仅具有减排效应（李欣等，2022），也能促进地方绿

色创新。综合本节前两部分的分析，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实现地方绿色创新的机理在于，一方

面是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行政处罚与环境治理力度，另一方面是社会公众提高了环境诉求。由此，

假说 2 得以验证。

（三）机制检验：企业微观证据。企业不仅是主要污染物排放以及接受环境规制的主体，也是

社会绿色转型的主要对象之一。在环境公益诉讼有效督政的作用下，企业会如何应对严格的环

境规制压力？接下来从微观企业视角继续展开分析，并以（2）式三重差分法识别环境公益诉讼对

上市企业绿色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表 3 列（1）的结果①显示，三重差分的估计系数在 5% 的水平下

显著为正，这说明环境公益诉讼提高了试点地区污染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试点政策对污染

企业的绿色创新驱动效果较强。这是由于环境公益诉讼能够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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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并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污染企业为了应对环境规制压力以及避免环保处罚，必须提高绿色技

术水平并进行污染治理（Porter 和 van der Linde，1995）。基于以上分析，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再次

印证环境司法制度改革能够促进绿色创新。表 3 列（2）和列（3）检验了环境公益诉讼对企业专利

申 请 类 型 的 异 质 性 影 响 ， 可 以 发 现 环 境 公 益 诉 讼 主 要 提 高 了 企 业 的 绿 色 发 明 专 利 申 请 量

firmpatent1，而对绿色实用新型专利 firmpatent2 的影响不明显，这说明企业为应对环境规制压力，

更多追求高质量的发明专利产出从而实现“实质性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所以环境公

益诉讼促使污染企业实现了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
  

表 3    机制检验（企业视角）

（1）firmpatent （2）firmpatent1 （3）firmpatent2 （4）invest

treat_post_ind 0.118**（0.056） 0.095**（0.045） 0.044（0.043） 0.005*（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0 354 10 354 10 354 10 354

R2 0.712 0.710 0.663 0.056

　　注：回归结果控制了企业、行业–年份以及省份年份固定效应。下同。

进一步，环境公益诉讼是通过何种渠道提高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该作用效果是否会因

异质性企业特征而产生差异呢？本文参考 Zhang 等（2019）使用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得到变

量 invest，从而衡量企业环保投资水平。表 4 列（1）至列（4）给出了基于企业所有制的分析结果，发

现环境公益诉讼试点提高了非国有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量以及环保投资水平，但是国有企业却

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绿色创新效应和环保投资治理动力，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在面对地方政府

环境规制时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He 等，2020），且国有企业在创新升级过程中面临较强的路径

依赖效应（徐佳和崔静波，2020）。在当前国家加强环境治理以及实现“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国有

企业需完善治理机制，加强创新驱动引领从而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
  

表 4    机制检验（企业所有制与行业异质性视角）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水污染密集型行业 非水污染密集型行业

（1）firmpatent （2）invest （3）firmpatent （4）invest （5）firmpatent （6）invest （7）firmpatent （8）invest

treat_post_ind 0.143**（0.064） 0.007***（0.003） 0.113（0.127） −0.004（0.007） 0.176***（0.066） 0.007**（0.004） 0.043（0.068） 0.003（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 344 7 344 3 010 3 010 8 618 8 618 7 633 7 633

R2 0.089 0.068 0.143 0.167 0.071 0.057 0.079 0.072
 
 

本文还参考沈坤荣和周力（2020）将重污染行业区分为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与其他污染行业，①

表 4 列（5）至列（8）结果表明环境公益诉讼促使水污染密集型企业实现了绿色创新与加大环保投

资。这可能由于大气污染存在流动性，从而使得大气污染案件取证困难（覃慧，2019），所以环境

公益诉讼对于这类企业的规制效果较弱。陈天昊等（2020）也发现环境公益诉讼降低了试点地区

工业废水排放量，但对工业 SO2 排放的影响不明显。所以本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对于水污染密

集型行业企业的绿色转型驱动作用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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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异质性分析：环境信息公开与环保法庭设立。环境政策效果往往因为不同制度基础而

存在差异，环境公益诉讼的政策影响同样如此。接下来从地方环境信息公开以及环保法庭设立

两个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

一方面，2008 年国家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全国 113 个城市定期公开环境信息，

信息公开范围包括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以及企业违规监管记录等方面，环境信息的透明化能

够提升地方官员的环境治理动机并建立长效的环境治理机制（Anderson 等，2019）。与此同时，环

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行又进一步提高了地方官员环境治理的积极性。表 5 前两列的异质性分析

结果显示，在环境信息公开的地区，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在后续政策

改进中，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完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王馨和王营，2021），配合环

境司法部门做好环境污染案件信息收集工作。
  

表 5    异质性分析

环境信息公开地区 环境信息未公开地区 建设环保法庭地区 未建设环保法庭地区

（1）patent （2）patent （3）patent （4）patent

EPIL 0.745*** 0.134 0.728** 0.317

（0.226） （0.097） （0.356） （0.42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713 1 083 462 1 334

R2 0.424 0.452 0.547 0.199
 
 

另一方面，2014 年国家正式实施环保法庭制度，有效提升了环境案件处理效率并改善了地

方环境质量（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表 5 列（3）至列（4）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在建设环保法

庭的地区，环境公益诉讼的绿色创新效应更加明显。这得益于环保法庭专业化的环境案件处理

能力以及环境处罚威慑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能够更为有效地发挥司法监督职能。因此，作为同

属于环境司法领域的两种制度安排，环保法庭和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明显的协同效力，需要协调

好这两种制度，使得环境领域案件得到专业化审理，从而以生态治理法治化建设促进地方污染

减排以及绿色转型。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完善环境立法与强化执法，而且需要以司法监督手段维

护社会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改革措施，对于国家生态环境改善和

绿色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发现，2015 年环境公益诉讼试点显著促进了地方绿色创

新发展，使得试点城市绿色专利申请量提高了 7.1%，该政策效果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扩大。环境

公益诉讼推动地方绿色创新的机制在于，一方面通过地方检察机关的横向司法监督来提升地方

政府的环境处罚力度和环境治理力度，另一方面通过社会公众环境诉求来加强社会监督。基于

上市公司的微观视角，本文发现环境公益诉讼促使污染企业实现了绿色创新的“增量提质”，并

提高了环保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环境污染信息公开以及设置环保法庭的地区、在非国有企

业以及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中，环境公益诉讼对地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总的来讲，本

文认为环境公益诉讼是促进地方及企业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法律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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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继续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促进地方检察院有效落实

相关制度，发挥环境司法监督对地方绿色创新的推动作用。第二，环境公益诉讼发挥作用的关键

是激活地方横向监督机制，所以需要保持地方检察院相对于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陈天

昊等，2020），从而及时纠正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执行偏差行为。第三，地方政府需要按照公益诉

讼的诉前检察建议积极整改，扩大用于环境污染治理以及绿色创新领域的投资，严格执行中央

环境规制政策，在严厉打击环境违法案件的同时建立长效的环境治理机制，杜绝环保治理的“面

子工程”。同时，可以在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中纳入公益诉讼和检察建议办理情况。第四，环境

公益诉讼的有效实行离不开其他保障制度的建设，为此需要继续完善环保法庭的建设以及提高

地方污染信息的透明度，从而提高环境案件司法处理效率并有效解决污染纠纷。第五，社会公众

的监督作用是环境政策有效实施的必要条件，为此可以扩大环境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范围，不

过由于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成本较高，目前检察机关仍然是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所以可以设

立公益诉讼专项基金，降低社会公众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畅通公众参与环保治理的渠道。

第六，政府需要大力支持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升级与污染治理，同时注意根据不同企业的实

际条件制定差异性的环境政策，杜绝“一刀切”的不合理规制措施，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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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 Reform and Local Green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Pilo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Zhang Jiahao1,  Fan Wenyu2,  Gao Yuan1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620, China)

Summar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local governments have ignored the protection and gov-
ernanc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le pursuing the rapid growth of local economy. Although the cent-
ral government has promulgated many environmental policies，local governments have the problem of “regu-
lation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so that centr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 cannot be effectively implemented
locally，which leads to the infringement of social environment public interests. The key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s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especially re-
ly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giving local procuratorates the right of judicial
supervision，enabling them to correct the deficiency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changing the absence of the subject of public interest protection. In this context，China began to explore the pi-
lo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 2015.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
ant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ecurity，correct the “regulation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and safeguard social and public interest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pilo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local green innovation
using a DID method by selecting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1 to 2017. The resul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green patent applications in pilot cities by
7.1%，and the policy effect gradually strengthens over time，thus th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 refor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local green innovation.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of these findings are local govern-
ments’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overnance and public environ-
mental appeal. Based on the micro perspective of listed companies，the DDD result shows that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increase in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higher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among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pilot citie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local green innovation is more pronounced in areas
with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courts，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and water
pollution 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it examines the policy effect of environ-
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on local green innovation. Little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important role of pro-
moting local long-term governance mechanisms through the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 reform，so this pa-
per makes an expans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Second，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reg-
ulation implementation devi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towards central environmental policies，it examines
the role of the horizont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local procuratorates in promoting local governments to
fulfill their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hird，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
igation for local green innovation，it explores in detail the role mechanisms of local governments，the public，

and micro enterprises，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judicial
system.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judicial system reform； green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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